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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区域化下的东亚学与中国学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浪潮日益猛烈，冲击着

以往的国家畛域和地缘观念，由此导致的后果之一，
就是作为地缘国家联合的区域化趋势日益强化，特

别是区域经济共同体组织迅速发展。欧共体、欧盟、
北美自由贸易区、南美洲国家共同体、南亚自由贸

易区、东盟等区域组织，在谋求区域合作与共同利

益方面积极展开活动。大国之间的竞争已日益转化

为区域组织之间的竞争，这对东亚地区的发展提出

了新的压力和挑战。东亚地区二十年来中国的改革

开放及经济持续增长，使冷战时期形成的旧格局被

打破，中、日、韩三国间的经济往来日益密切，相

互已成为最主要的经济贸易伙伴，东亚区域经济一

体化正日渐增强。然而，东亚三国的相互关系却颇

为曲折起伏，中日关系近来更降至低点，出现经热

政冷的局面。影响相互关系的症结就在于历史认识

问题，这种历史认识与民族感情及现实利益关系纠

结在一起，形成矛盾的焦点，而且随着东亚三国经

济实力的变化及国策的调整，相互间经济联系、人

员交往的增强，以及人民年龄世代的自然更替，这

种矛盾表现得愈益突出和尖锐。显然，东亚三国人

民不对纵向的历史认识问题达成相互的理解与基本

的共识，就无法展开横向的真诚合作，无法建立起

基本的信任从而谋求共同利益，而且将给东亚未来

的和平与发展埋下隐患。区域化使东亚人民的生存

环境及未来命运连为一体，我们需要发掘我们的历

史经验与智慧，来寻求今天及未来的相处共生之道。
对此，东亚的历史学者作为历史知识资源和经验智

慧的主要传承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迄今历

史学者的回应却极为无力，各国大多数历史学者仍

然沿袭着20世纪国民国家的单一思路在各说各话，

对东亚区域化的变动反应迟缓，使得各国人民的历

史认识彼此隔绝，缺乏了解，更谈不到相互的理解

与基本共识。这种状况亟需改变，我们必须面对并

有责任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我们的首要目标应

当是：知识共有，相互理解，谋求共识。这就需要

我们调整思路，另辟路径，超越以往国别史学术藩

篱及单一民族立场，开辟 “东亚学” 的新领域，从

东亚整体视角来观照东亚共同的问题及东亚内部的

各国问题。东亚视角之下的中国学，是 “东亚学”
的重要一翼，也需要作出新的开拓。这个 “东亚学”
的新领域，需要我们首先回答以下一些课题：

一、“东亚意识”的历史梳理

　　所谓 “东亚意识”，即依某种秩序原理而建构

的东亚关系与整体秩序观。区域化带来东亚意识的

高涨，近年来，日本政府积极提倡构建 “东亚共同

体”。2003年12月，日本在与东盟首脑会议上以《东

京宣言》的形式明确倡议建设东亚共同体（这里所

指的 “东亚共同体” 不只是中、日、韩，也包括东

盟10国）。小泉首相又在2004年的联大演说及2005

年初的众议院施政演说中提出这一方针。2005年

８月日本 “东亚共同体评议会（CEAC）” 提出了

长篇政策建议报告《东亚共同体构想的现状、背景

和日本的国家战略》，作为日本推行这一国策的理

论论证。但对此东亚各国有不同的反应及复杂的品

味。由于近代以来东亚中、日、韩三国关系日益密

切，形成了各自对东亚秩序及紧密关系的不同构想

和历史感受，所以，虽然日本的这一构想主要是从

现实的角度提出来的，但各国人们又总是禁不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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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少地生发出某种历史的联想，从他国的立场而

从中感到某种不同的历史意味。如以往导致日本发

动侵略战争的战前日本的 “亚细亚主义”、“大东亚

共荣圈” 理论等。也就是说，当今东亚新秩序的建

构有两个前提：第一，它不只是一个现实问题，而

是有着不可回避、不可摆脱的历史连带意蕴；第二，
它不只是一个国家凭借自己的意志就可以单独建构

的，而是要在各国平等沟通、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

同建构，要能够包容各国人民的历史认知、文化传

统、意志愿望和民族利益，体现东亚全体人民的共

同利益和长远利益。这两个基本问题都充塞着历史

丝蔓的缠绕，需要作出清理。没有这种历史的清理，
所谓东亚一体化或东亚共同体的概念框架就没有建

立的基础。因而需要对于近代以来东亚各国的东亚

意识的流变作出历史梳理。如对于给东亚带来战争

灾难的日本近代的东亚意识要作出历史的清算，达

成共识，方能以此为建构新东亚秩序的起点。再如

日本和韩国学者都曾批评中国人缺乏 “亚洲意识”
和东亚连带感，对此我曾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两个

原因：一是中国地缘关系的多边性；二是近代以来

中国受列强环伺纷争，因而争取民族独立需直面世

界的生存环境。这两个原因造成了中国直面世界的

性格，而单一向度的东亚连带意识不象日本和韩国

那样强烈1)。但是，正由于中国人东亚意识的淡薄，
使东亚问题长期被忽略，对东亚他国的内部变化缺

乏了解，以致积聚了隔阂。
　　历史学者应当以充分的历史知识清晰地告知人

们：近代以来东亚各国的东亚意识和东亚构想是怎

样形成的？有何差异？各自基于怎样的秩序理念？

带来了怎样的后果？并进而由以往的历史经验而提

出，今天共同构建东亚新秩序的构想应当基于怎样

的理念？如何消解彼此的隔膜而相互理解，并在此

基础上达成基本共识而形成共同的东亚意识？

二、东亚整体史及东亚视角下的中国史

　　东亚区域一体化需要我们建构东亚整体史，即

超越以往国别为单位的历史叙述而建构以东亚整体

为视角的东亚整体的历史记述与认知。近年一些日

本、韩国的历史学者，已经在这一方面作出了探索，
中国学者也开始参与，但相对来说这方面的思考比

较迟缓。建构东亚整体史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从研究对象上，超越以往国别史彼此隔断

的国家疆域，而以东亚为一个相互联系、彼此互动

的历史整体为研究对象。在这一方面日本学者滨下

武志等作的海洋亚洲及东亚贸易圈研究作出了创新

性的尝试2)。他们的研究从15世纪以来亚洲及东亚

经济贸易联系的考察，探索前近代形成的亚洲及东

亚的内部秩序，描述了一幅非西方中心而以亚洲整

体为中心的亚洲地域史新景观。
　　二是从研究意识和视角上，超越以往的民族国

家意识，而立足于东亚全体及普遍人类价值理念，
以此为新的视角来观照东亚及东亚之中的各国。日

本学者沟口雄三提出的创造中日 “知识共同体”3)，
是这一视角的开创性探索。韩国学者白永瑞也提出

以 “知性实验的东亚” 概念，建构东亚整体史的学

术体系，并将此一视角的转换视为东亚近代以来最

重要的 “史学革命”。我们对此从中国与韩国不同

的视角作过讨论4)。这方面的探索需要把握好学者

本国的主体性与东亚整体性之间的协调关系。
　　三是从研究方法上，超越以往各国彼此独立、
相互封闭、各说各话的学术路径，更多地以跨国合

作的方式以展示多面的认识视角。这种探索，今年

５‒６月间在中、日、韩三国同时出版的由三国50

余位学者共同编写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是一

个范例。该书主旨，即其封面上所写的：“以史为鉴，
面向未来，共同建设和平与友好的东亚新格局”5)。
虽然这部书只是一本面向青年学生的普及性历史读

本，但却是三国学者共同撰写东亚整体史的一个新

的尝试，是学术方法上的一个创举。至于东亚整体

中的中国史，也应调整视角，超越以往的囿于中国

内部的自我内视，从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中，从东

亚他国的比较中，从东亚整体发展的视角，来观察

和把握中国的历史。应当增强以各国学者共同研究

一个问题的跨国合作研究的方式，来展示对中国某

一历史问题研究的多视角与多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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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

　　战争认识的差别问题是影响今天东亚国际关系

的关键，对此各国的历史学者应当有所作为。近来

中国及日本和韩国的一些学者提出建立东亚 “共同

历史认识” 问题，并指出应从史实的共有和多面的

视角做起，这可以说是解决战争认识差别问题的基

础性开拓之见6)。展开来说，需要做的应有以下几

项：第一是以客观记述战争史实为建立共同认识的

基础。即排除掺杂意识形态、狭隘的民族感情、政

治意图、现实利益等附加的杂质，以及由此造成的

对历史事实的扭曲和割裂，还原历史事实的原貌，
以作为历史认识的底线知识。第二，在以往由国家

立场各说各话的国别战争史记述之外，还要有从各

国不同视角下记述不同面相的全景战争史，并分别

对各国人们的历史事实经历、历史感受、历史记忆

及历史认知作出对比性研究。第三，不只是停留在

对于战争本身的记述，还要对战争的内在原因及长

远影响进行探究。对战争认识的差异，实则不只是

战争本身，而是以战争问题为核心表现出来的历史

长期积累形成的民族利益、文化传统、世界观、价

值观、认知心理、思维方式等诸种差异凝结的历史

文化问题。需要对于这些因素及其与战争认识的关

系进行深入的揭示和梳理，以使各国人民能够加强

彼此的了解与理解，从而为达成共同的战争历史认

识提供知识资源和认识基础。

四、近代以来东亚各国的自我认识与相互

认识

　　各国历史认识的差异，也表现在近代以来各国

的自我认知与他国认识之间的差异。以往各国的历

史，都是本国的历史学者从建构本土历史文化认同

的立场出发，以本土视角对自身历史的构画。如果

以东亚视角来重新观察的话，仅止于此是不够的，
因为近代以来东亚关系的密切，使他国对于该国的

认识也成为影响该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

为对他国的认识是外交政策的基础。拿对中国的认

识来说，近代以来，中国的自我认识不断变化，由

早期基于华夷观念的自我中心、盲目自大，到后来

的自我否定、民族虚无，直至奋斗与崛起，有一个

变化过程，这个过程深受国际关系变化的影响，也

与东亚关系密切相关。因而需要研究近代以来中国

的自我认识、中国的日本观及东亚观，日本和韩国

的中国认识，以及中国自我认识与他国认识差异的

比较等问题，以厘清自我认识与他国认识的差异及

其后果。以往虽然也有各国历史的交插研究，日本

和韩国的中国学学者对中国认识问题已经作出了一

些成果7)，但尚缺乏向中国系统地引介及与中国学

者展开对话。应当建立起这样一种交插研究的学术

空间，以使中国历史在多面镜子的观照下呈现出立

体的影象。

五、各国近代理念与“东亚伦理”的探讨

　　东亚各国历史认识的差异，最根本的在于核心

理念的差异。各国在近代以来各自的发展过程中，
基于文化传统和近代化道路而形成了各自的近代理

念，这种理念是指导各国制定国策及对外方针的基

础。但是以往我们对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特别是

对于东亚各国不同于西方的近代理念，这些理念的

本土社会文化底蕴，以及各国近代理念的差异和互

通等缺乏对比的研究。以致至今不少人仍然陷于简

单化的东西方价值二元对立、以抽象概念代替复杂

现实的冷战思维。关于从世界和东亚的视角来考察

中国的近代理念，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曾作出了杰出

的研究。他将中国近代理念与西方和日本作了比较，
摒弃了向来沿袭的欧洲标准，指出中国具有源自于

内部的独自的近代理念，即 “调和共存” 原理，这

种理念起于前近代，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的变革，
乃至中国的改革开放。这种理念不同于欧洲，但却

引导中国走上了不同于西方的另一条现代化发展之

路，堪称是世界多元现代性的一个非西方的代表8)。
特别是他提出的将欧洲标准相对化，多元现代性，
近代理念的探索应当回归东亚的思路，具有重要的

方向性意义9)。但是，这样的研究还是太少，特别



102

方法论篇

是对东亚各国近代理念的演变与比较，各国理念与

普遍理念的关系，以及对于东亚历史的影响，还有

待更为深入、具体的研究。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课题，是所谓 “东亚伦理”
问题。这一问题早在一二十年前就已经提起，源自

于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理论的反省。但这些

回应式的反省，主要是围绕元问题所指向的经济伦

理范畴，而且其内在的标准仍然是韦伯所指称的西

方标准。实则从现今的东亚实际需要出发，“东亚

伦理” 作为引导东亚各国现代化道路的价值系统，
我们的探究除了经济伦理的领域之外，至少还应当

扩展到社会伦理和国际关系伦理两个领域。因为这

两个领域直接关系到我们东亚各国的相处之道，我

们需要在探究东亚各国不同的伦理基础上，相互理

解与沟通，建构东亚彼此信任、共同发展、和平相

处的底线伦理。

　　以上诸方面都是在区域化对东亚的挑战之下，
我们东亚及中国学的学者今天所面对的时代新课

题，需要我们从历史学者的学术良知出发，以理性

与科学为原则，以东亚人民的共同利益为立足点，
拿出责任感和勇气去面对和解答。东亚的命运有待

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东亚的命运有待于东亚的历史

学者负起时代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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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载《读书》

2001年第５期。
４） 参看白永瑞、李长莉：《再造东亚史学》，载《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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